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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以浏阳为个案

■卢晖临 粟后发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

的城市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论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

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论文的主体以湖南浏阳

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基层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

论文指出，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

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

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的拔根

的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关键词］扎根的城镇化 拔根的城镇化 社会形态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Lu Hui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粟后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Su Houf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本文系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调研得到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

革司的大力支持。除本文作者外，王婷婷、刘锦程、孙弋帏、林子涵、李思妍参加了调研，并参与了调研报

告的写作。杜鹰、尹成杰、刘奇、张静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一、前言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

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

问题”（孟德拉斯，2010：3）。半个世纪前，当享

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做出这一判断时，中

国农民正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之下，一方面以

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另一

方面自身却被整体屏蔽于工业文明之外。这一

状况直到四十年前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改

变：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群体，因应中国发展阶

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不断地走出村庄，成为城

市中操纵机器的工业劳动力。今天，历经四十年

的发展，这一从农村走出进入工业文明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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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我们称作“农民工”的群体，已经壮大到将近

3亿人的规模。

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同

步发生的，或者说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

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非农部门就业，他们

也就迁移到城市定居生活，成为城市人口。但是

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当城市接纳农民工时，只是将他们视为促进经济

增长所必需的工业劳动力，住房、教育、医疗和其

他社会保障等集体消费的提供都不在考虑之列。

而农民工自身，大多也只是将这份工作看作改善

农村生计的途径。对于走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

因为缺乏在其工作地长久居留的机会，工业化和

城市化仍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差

别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户籍

制度，如果说工业化导致的二元经济制造了农村

对于农民的推力和城市对于农民的拉力的话，那

么户籍制度产生了反向的推拉效果。对于远离

家乡进入特大城市和沿海相对发达地区打工的

农民工来说，哪怕是已经在务工地长期稳定地就

业，还是会持续不断地感受到城市的推力和农村

的拉力。

如此规模庞大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接力式

地参与到工业化和城镇建设中，自身却无法转化

为城市人口，这是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

进入 21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非农劳

动力的主体，与其父兄辈相比，这些接受过更高

教育，受到城市文化更多影响的年轻人不再将回

到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农民工的城镇化问

题成为再也无法拖延的任务。也正是在 2000年
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从逐

渐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到全面削减绝大多

数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更于 2016年将 1亿农民工

的市民化明确为“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任务。

严重滞后的城镇化不仅让农民工这一群体自身

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也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

构出现诸多失衡问题。目前，推动农民工的城镇

化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的共识。不管是在吸纳

劳动力的城市（除了一些特大城市外）还是在原

籍地的中小城市，国家都在极力破除进城落户的

限制，为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鼓励农民

进城。也就是说，在实现人的城镇化方式上，“市

民化”成为目标和解决方案。然而，在社会各界

对于“市民化”的热烈讨论中，西方的城市化经验

和模式成为一个潜在的参照标准，中国从制度层

面的城镇化阻滞，到大力倡导人口城镇化，似乎

不过是一个从“歧路”向“正途”的回归。而对于

作为“正途”典范的西方城市化经验，学界仍然缺

乏足够充分的反思，因而也就事实上压缩了中国

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

的城镇化的空间。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

论其摧毁乡村（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

论拔根的城镇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

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本文简要讨论了

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

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

最后，本文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

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

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

二、西方城市化的“拔根”过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转型中的

一体两面。经过长时段的城市化后，西方发达国

家的城市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 75%以上，部分

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 90%。①更重要的

是，西方城市化不仅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

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城

市社会。回顾西方城市化之路，可为我们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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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城镇化提供借鉴。

从城乡的角度看城市化，西方城市化走的是

一条城市崛起、乡村衰亡的道路，亦可概括为“拔

根的城市化”，而其动力正是来自资本主义运行

机制。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有两方面的运作特

征：其一，是围绕盈利取向的工业企业及其制度

性要素，其二，是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视追

求财富本身为人生的最大价值（韦伯，2006，转引

自毛丹，2010）。资本主义所期待的制度设置和

精神要素，在各种细节上都与村庄的运行传统、

结构、制度处在不同轨道上，因此资本主义的发

展，不可能不对村庄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否决性的

冲击（毛丹，2010）。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直

接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瓦解村落共同体的内

在动力和过程。首先，只有将劳动力、土地、货币

都变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市场机制才得以适

合工业生产（波兰尼，2007：62）。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资本主义将传统的社会制度基础摧毁——

从农民手中剥离土地；将农民从农户和村落共同

体中分离，变成自由劳动力个体——最终使得工

业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形成一个市场，而且每个

市场相互勾连，最后形成一个总体市场（one big
market）。波兰尼指出，这个过程是将劳动与生活

中其他活动相分离，受市场规律支配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以往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遭到毁灭，

代之以一种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组织。而此破坏

首先依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契约关系将其

他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

系和信仰关系等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人

忠诚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波兰尼，2007：140）。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繁华

城市的同时，也在摧毁村庄的社会纽带。齐格蒙

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指出，工业社会将劳

动力视为财富的源泉，为此它摧毁土地、人类劳

动和财富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土地上的自耕农

“无事可做”，从而成为现成的“劳动力”的容器。

并且，为了达到对劳动力的高效利用，未来的劳

动者必须首先被改造成“大众”：消除所有旧的共

同支持的习惯的环境，分解共同体的模式设定和

角色设定的力量（鲍曼，2003：29）。韦伯、波兰尼

和鲍曼共同提示了一条线索：市场力量在农村的

冲击焦点是村落共同体和农户家庭，目的是把农

村劳动力和土地全部纳入作为价格形成系统的

市场，同时，使劳动力脱离家庭和乡村有两个目

的：为资本主义生产廉价商品，成为廉价劳动力

本身（Brass，2005，转引自毛丹，2010）。

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席卷下，乡村的原有

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破坏殆尽。此过

程的另一面是传统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

的转变。不过，此转变不只体现在职业上，也逐

渐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层面。在《身处欧美的波

兰农民》中，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学者关注

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从波兰移居美国之后转变

为讲求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即人们将

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

身后，进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

具竞争性的世界（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

也就是说，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后，原有人际关系

解组，不断个人化，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

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中

（Kearney，1986）。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绝不仅是许多单个

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街道、建筑

物、电灯、电车、电话等）、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

构（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局）的聚合体（帕克等，

1987：1），而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

心理状态、文化类型。在帕克（Robert E. Park）等

人笔下，城市有以下特征：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

具有亲密性的邻里解体；劳动分工使得原来基于

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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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

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

新型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重人情而重理

性，人际关系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次级关系取

代首属关系，从而也导致基于首属关系的道德控

制被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帕克，1987：1-
47）。沃思（Wirth，1938）进一步将城市社会的特

征和状态概括为一种“城市性”（urbanism）：首先，

人口众多导致个体的变异性，进而带来亲密关系

的相对匮乏以及以匿名性、表面性、短暂性和关

联性为特征的人际关系的片断化；接着，人口密

集又带来个体的多样化与特殊化，进而产生近距

离的身体接触与远距离的社会关系的重合、强烈

的反差、正式社会控制的支配，以及对冲突的强

调等；最后，人口的异质性趋向于破坏刚性的社

会结构并产生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身

处其中的个体依附于各种相互交叉却没有关联

的社会团体，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连根拔起的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早在经典社会学时期，“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社会

后果就已成为西方社会学反思批判的主题。最

经典的莫过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

讨论。在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理论中，

“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
这一对划分古今的经典范畴，呈现了传统社会和

现代社会在心态、情感关系、结合样式、组织结

构，以及整体秩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共同体”

是在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友谊等本质意志之上

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最典型的形式是家、村

庄、庄园，在这种结合的关系中，即使有相互阻

碍、相互否定的行为发生，占主导的还是相互肯

定、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的亲密行为（滕尼

斯，2019：67-90）。而“社会”是由充分理性化了

的现代人组成：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自由、平等

的，彼此之间划分了严格的行动区域和权力领域

的界限；每个个人都追求着自身的利益，在达成

协定和契约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潜在的

敌对状态（滕尼斯，2019：129-162）。在“社会”

里，原有的“共同体”形式都被夷平，出现一个总

体性的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共同体

中人们的自然联系，如亲属关系、友谊关系等淡

化甚至被舍弃，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成为人们最

普遍的联结方式。滕尼斯将“共同体”摆到“社

会”的对立面，并非空虚地怀古，而是清醒地认识

到“现代化”转型背后人情疏离、人人为敌的困境

（张巍卓，2016）。换言之，滕尼斯看到快速现代

化带来的危机：传统的社会纽带丧失，抽象的个

人主义兴起，生活高度私人化，每个人成为只关

心自己生活的孤独的个体。齐美尔（Georg Sim⁃
mel）更是从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展开了反思。他指

出，都市和现代城市通常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栖身

之地，由于货币交易只关心交换价值，城市里的

人形成了对待人和事物的纯粹客观的态度，从而

对一切独特的东西都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城市

生活带来的社会孤立和联系纽带的缺失，提供了

“一种更大道德规范的自由”，也导致了关系的多

种多样以及变动性（弗里斯比，2013：95-105）。

在此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保护，“保持距离、冷

漠、轻微的嫌恶、相互的疏远和排斥、互动的短暂

性和表面性”成为城市人的互动方式。最后，在

持续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了城市人特有的“神经

衰弱症”：个人内心的安稳丧失，取而代之的是

“紧张和朦胧期待带来的晕眩感”、秘密的烦躁、

忙乱和刺激的无力的急迫感（弗里斯比，2013：
95-105）。

进入后工业社会，高度现代化使得城市社会

更加个体化（鲍曼，2002；贝克、贝克-格恩斯海

姆，2011）。保罗·霍普（Paul Hopper）强调，后福

特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推动个人主义进一步

深化，销蚀了共同体生活赖以存在的重要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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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互信、友谊和协作关系等社会资本，使得

公共精神丧失，公共生活日渐退化（霍普，2010）。

在《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帕

特南（Robert D. Putnam）指出美国社区生活正在衰

落，其重要表现是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社会

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

规范，以及公民美德、社会合作、集体归属感和集

体行动——逐步衰减（帕特南，2010）。

总而言之，西方的经验表明，现代性的根本

动力就在于扫除一切过往的群体形态，而将一切

的社会关系纳入大工业的经济结构中。而城市

既是工业运转的结果，也是其运转的载体。城市

将农村人口吸纳进来，重新锻造出完全不同于农

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心理。在这个

过程中，村庄共同体被摧毁，原有的社会纽带和

文化传统消失殆尽，以乡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转

变为以城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同时，这种转变

也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

三、小城镇模式：离土不离乡

面对西方国家城市崛起、乡村衰败的城市化

模式，费孝通基于中国国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提出走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

虽然这一道路作为国家战略最后被放弃，但其所

蕴含的思想仍值得我们讨论，尤其是对于讨论中

国城镇化道路多样性仍有很大启发意义。

在费孝通看来，“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

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由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

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费孝通，

1984）。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发展与乡镇

企业的兴起密切关联。在苏南地区，“社队企业”

自 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成长，衰落的市镇逐渐

复苏（费孝通，1984）。看到这一变化后，费孝通

开始将小城镇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公社解

体以后，社队企业转变成“乡镇企业”（费孝通，

1996）。从 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在全国遍

地开花，成为拉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异军

突起的力量。1980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的 12.7%，到 1993年就占到全国工业

总产值的 60%，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

个过程中，小城镇得到极大的发展，也成为当时

城市化的主流模式。

小城镇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是与费孝通

的核心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如何在庞

大的农业人口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沈关宝，

2014）。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开端，在工业化的进

程中，费孝通最关心如何通过发展工业解决广大

农民的生活问题，他主张避免走西方国家工业发

展、农村破产的老路（费孝通，1984）。他指出西

方的“工业-城市”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工业扩

散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大

中城市帮农村”，将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给

农民（费孝通，1984）。早在 20世纪 40年代，费孝

通讨论乡土重建时就主张“工业下乡”，接续农工

相辅的历史传统，走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乡村工

业化道路。如此一来，既能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

城镇化，又能带动农村的现代化，满足农民非农

化需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地考虑随工业化

而来的城市化等现代化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并立足国情，把小城镇视为社会快速现代化中的

减震器。费孝通在 20世纪初对小城镇研究做总

结时曾说到，“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关注小城镇

建设问题，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

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

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

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经历从农村小城镇开始，

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多层次

的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

少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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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费孝通，1999：37，转引自

沈关宝，2014）。费孝通（1996）认为随着农业经

济水平的提高必定会释放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如

果农村人口一下子涌入城市，势必会出现显而易

见的社会恶果，而发展小城镇恰好可以成为截留

人口流量的蓄水池，让城市化分阶段推进，人口

逐级进城。费孝通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得到了中

央的关注和认可。从 20世纪 80年代起，中央采

取了“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力发

展小城镇的方针”②。

不过，小城镇在后来发展中出现不少问题。

由于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财政担保贷款“大办企

业”，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国有企业、私营

企业的竞争下，乡镇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率呈

现迅速下降的态势，同时，资产负债率也不断上

升，县、乡两级政府因此累积起巨额的债务（周飞

舟等，2018）。另外，随着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

处冒烟”，不少学者批评小城镇发展模式造成污

染扩散，浪费土地资源，无法产生集聚效应和规

模效益。后来，“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

（李迎生，1988；王毅平，1989；王小鲁、夏小林，

1999）或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李春林，

1987；李云，2002）的主张被提出，他们认为要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工业，而

现代化大工业必须依托有生产要素集中优势的

大城市。结果就是，“小城镇大问题”变成了“问

题小城镇”。学界对于对小城镇的批评与反思，

被中央高层所接受③。2002年，中央政府开始调

整城市化战略。此后，城镇化模式的选择逐渐由

发展小城镇转移到发展大中城市④。不过，究其

背后，更为关键的是城镇化的动力发生了根本变

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企业的增值

税增量大部分归中央所有⑤，在一定程度上削减

了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动力，乡镇企业纷纷倒

闭、转制。小城镇失去了发展动力，对农村劳动

力的吸纳能力也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建筑业营

业税和土地出让金成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

政府开始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建

立大量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发展房地产，以及投

资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周飞舟等，2018）。

乡镇企业衰落后，沿海外向型工业发展起

来，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数量发生重大变

化：内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省份、跨地区进入

东部沿海地区打工（刘守英、王一鸽，2018）。经

此转变，在总体上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发生

了根本改变——从乡镇企业时代的“离土不离

乡”发展到打工经济时代的“离土又离乡”。与之

相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变成劳动力迁移、农民

工市民化等相关议题，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农民

工的迁移动力、身份认同、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

（田凯，1995；蔡昉，1995，2001；李强，2003；王春

光，2001，2006；朱力，2002；刘传江、周玲，2004）。

反观这些研究，其问题意识无不限制在“农村-城
市”“农民-市民”“传统-现代”等二元转型框架

中。而作为联结城乡、服务农村的城镇，其存在

的方式、可能性、问题，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效益，

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乡镇企业”在改革浪

潮中消失，并不意味着产业在乡镇中消失，相反，

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产业以私营或民

营的方式在县域范围内甚至村庄里落地生根并

蓬勃发展。毫无疑问，这对当地城乡关系和社会

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少有讨论。即使在缺少

产业的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作为农村中心地的作

用一直存在。总而言之，小城镇并没有随着乡镇

企业的消失而失去作用，而是构成了城镇化重要

的部分。

尽管发展小城镇已经不再是国家城镇化战

略的重点，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值得我们讨论。

就人口城镇化而言，“人口落地”是核心要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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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的“落地”，必然需要产业作为支撑。费孝通

的小城镇思想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即通过

发展乡土工业，让人口留在乡镇范围内，实现农

村城市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是对这

种城乡关系的经典概括。不过，在更深远的意义

上，“离土不离乡”还预示着一种社会形态的可能

性。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特定发展阶段，费孝

通对小城镇的思考更多体现在策略性和经济性

上——经济性指的是通过乡村工业化模式来改

善农民生计，策略性则是指通过发展小城镇来缓

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并没有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形态做更多的讨论。

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费孝通更多关注的是

通过何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在社会不发

生剧烈动荡的条件下，能够让农民“吃饱饭”和

“富起来”，因而导致他的小城镇的研究没有更多

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条件去讨论中国转

型的可能形态及社会后果。

本文就是在发展小城镇的思路的基础上，继

续探讨未来城镇化的一种可能性——基层城镇

化。不同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城乡交通

基础设施已极大改善，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时间距

离大大缩短。因此，在本文中，基层的范围并不

只包括乡镇，也包括了县城。也就是说，在县域

范围以内，都可以视作“乡”的范围，县域范围内

的城镇化都可以称作基层城镇化。下文笔者以

浏阳（县级市）为个案，对基层城镇化实践、存在

的问题和可能的社会形态的意涵进行讨论。

四、基层城镇化的实践：

浏阳的经验与问题

浏阳是湖南省长沙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

于湘赣边境。2018年，全市年末户籍数为 41.85
万户，总人口为 149.38万人。全市总面积为 5007

平方千米，目前下辖 4个街道、28个镇（乡），323
个村（社区）。全市有 4个园区：国家级浏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型产

业园、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2018年，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达 1342.1亿元，在该年全国县域经

济 1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 14名。2018年，浏阳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9608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为 3179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为 46410元。

（一）产业就地吸纳：人与“乡”粘合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讨论中，一般认

为，城市的发展主要由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在城

市聚集及其带来的人口集聚所带动。不过，产业

是否在城市集聚还与产业本身的性质以及当地

产业的发展历史相关。因此，分析产业结构对就

业结构的影响时，除了考虑产业的人口吸纳能

力，还应考虑产业的分布状态。产业在城乡之间

的分布状态最终会影响人在城乡之间的位置以

及人和城、乡的结合状态。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

浏阳产业结构及其分布对于城乡关系的影响。

1. 工业为主，现代农业为辅的就业结构

第二产业是浏阳的支柱产业。从图 1可见，

浏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201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 70%以上，2018年下降

到 64.4%，不过，仍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比重。

与其相比，第三产业在浏阳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较

低，2011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仅为 20.4%，

2018年才上升到 28.5%。

浏阳三次产业的构成如下：第一产业主要是

粮食烟草、水果蔬菜、花卉苗木等；第二产业则主

要由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鞭炮烟花、

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行业构成；第三产业主要

由批发零售业、餐饮业、运输业、旅游业、房地产

业等服务业构成。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产业增加

值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但已不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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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

并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根据浏阳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调查，2019年浏阳农村劳动力约有 76
万人，目前已有 6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或者兼业。其中，鞭炮烟花生产、销售的传统产

业集群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 25万人左右；花卉苗

木、水果蔬菜，以及烟草加工新型现代化农业产

业群，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 15万人左右；生物制

药、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

工业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达 8万人左右；市区、城

镇中的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吸纳了 8万人左

右的农村劳动力；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长

沙市周边的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农村劳动力

有 6万人左右；未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村务

农人员），约有 10万人（见表 1）。综合来看，园区

工业和传统工业（花炮）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最多，达 33万人，其次是以花卉苗木、水果蔬菜、

烟草木材为主的现代农业，吸纳了 15万名农村劳

图 1：2011年—2018年浏阳三次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浏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2018年），浏阳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liuyang.gov.cn/xxgk/fdzdgknr/qtfdxx/sjkf/njgb/。

表 1：浏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行业与人员类别

鞭炮烟花

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烟草木材

三大园区工业

市区、城镇中的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外出务工人员

在村务农人员

转移劳动力人数

25万人左右

15万人左右

8万人左右

8万人左右

6万人左右

10万人左右

资料来源：浏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2019年浏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总结》，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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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如果加上其他在村务农的劳动力，农业劳

动力达到 25万人左右。

2. 集聚与分散结合的产业分布

从浏阳的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形成了

两种不同的产业聚集方式和分布状态，它们对城

乡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种，园区工业：集中式。从 20世纪 90年
代末，浏阳市就开始致力于发展工业，先后建成

了三个产业园区。1997年，浏阳市建立国家级浏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浏阳工业园），经过 20余年

的发展，现已开发面积为 18平方公里，注册企业

有 11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 124家，上市

企业有 9家，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主导

产业，以健康食品为特色产业的产业格局，例如，

有全球触控功能玻璃面板最大制造商蓝思科技、

中国药用辅料领军企业尔康制药、中国休闲食品

龙头企业盐津铺子。1999年，浏阳市又创建了

“两型产业园区”，聚集了 80家入园企业，初步形

成以健康食品为主导、关联配套产业为辅的产业

格局。2003年创建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

成区面积达 17平方公里，是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

基地、中国新能源汽车十大产业园区，现有企业

570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131家，形成了

智能装备制造、再制造“一主一特”的产业格局。

2017年，三大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已分别达到

1210.28亿元、394.38亿元、65.99亿元。从空间分

布来看，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浏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分别位于洞阳镇和永安镇范围内，紧挨

长沙市，交通十分发达。在整合两个园区以及周

边四个镇（永安镇、洞阳镇、北盛镇、焦溪镇）的基

础上，地方政府正在建设新的中心城区——金阳

新城；两型产业园则位于浏阳东郊古港镇和沿溪

镇两镇交界处，距离老城区二十公里。根据浏阳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数据，三大园

区，除吸纳 8万名左右的本地农村劳动力外，还吸

纳了 5万名左右的外地劳动力⑥，共吸纳了约 13
万名的劳动力。这当中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吸纳了 80%以上的劳

动力⑦。其中，仅蓝思科技一家，吸纳的农村劳动

力就达 5万人以上。产业园区之所以能吸纳如此

多的农村劳动力，与其不错的工资待遇有关。据

浏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显示，园区

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 4000元以上，与湖南省外

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4234元相差不大⑧。

第二种，特色产业：分散式。与园区工业相

比，地方特色产业才是浏阳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

业。其中，花炮一直是浏阳经济的支柱产业，为

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是浏阳所有产业中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

浏阳有着非常悠久的花炮手工业传统，新中国成

立后，花炮产业经过曲折发展，逐渐壮大。到

2009年年底，浏阳共有花炮生产经营企业 1048
家，整个“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实现

花炮销售额 411.81亿元，实现税收 44.49亿元⑨。

经过调整，浏阳花炮企业数量在 2017年减少到

558家，不过，其总产值仍在增加，达 228.2亿元。

与园区工业产值相比，花炮产业的生产总值并不

算高，却是富民产业。比如，工人从事简单的装

箱和搬运工作，月工资有 3000多元，从事一般的

技术加工类工作，月工资有 6000元—7000元，而

从事危险性最高的药物生产，月工资至少有

10000元以上。2014年，浏阳从事花炮行业的人

员仍有 30多万人⑩，占 2014年总人口（145.3万
人）的五分之一以上。

花炮产业虽然属于工业，但它的空间分布要

求与园区产业不同。花炮生产是一项危险系数

极高的工作，因而不能集聚在园区，只能分布在

人烟稀少的山地沟壑中。浏阳四面环山，以山地

丘陵为主的自然条件，为花炮生产提供了天然

的屏障。很长一段时间里，花炮都是在家庭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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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产完成，后出于安全原因，地方政府禁止了

此种生产方式，花炮生产被转移到附近山地的工

厂中。不过，花炮工厂采取的并不是统一管理的

“工厂 +工人”的模式，而是将不同工序以及相应

的生产车间承包给农户，由他们自行购买机器安

排生产，并按件供货，形成“工厂-家庭”联合生产

制。换言之，工厂制下的承包生产与家庭作坊制

并无太大区别，农户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

位，并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在某些情况下，农户

仍可以把没有危险的环节带回家中。在走访中，

笔者就看到，不少农妇在自己家扎烟花炮筒。

由于自身特性的缘故，花炮企业在县域范围

内分布十分广泛。据浏阳市鞭炮烟花管理局统

计，全市 32个乡镇、街道，除市区四个街道和四个

乡镇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外，其他 24个乡镇基本

都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过，花炮企业主要还

是集中在南区和东区烟花爆竹专业化组团空间

范围内，其中，大瑶镇以花炮为中心已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成为著名的烟花小镇。

除花炮产业外，浏阳本地其他特色产业也吸

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具体而言，西乡以柏加镇

为中心形成了花卉苗木种植和销售的特色产业，

东乡围绕大围山镇形成了竹木加工和水果蔬菜

种植的特色产业，北乡则形成了以烟草加工和木

材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花卉苗木、水果蔬菜、

烟草木材等行业虽然属于农业，但经过产业化和

规模化发展后，已转变成现代化农业，其附加值

以及带来的收入远超过传统农业。为此，全市有

近 15万名农村劳动力从事特色产业的生产和销

售。以西乡几个从事花卉苗木生产的乡镇为例，

其村里几乎没有人员外出，都以种植、买卖花卉

苗木为生。其中，柏加镇是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

地，全镇 2.6万人中有 2万人从事花木的生产和销

售，种植的花木销往全国，2018年销售额达 40亿
元，2017年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突破 3万元

大关，稳居全市前列。

3. 人与“乡”的粘合

依托集中式的园区工业、分散式的特色工

业、本地服务业以及现代化农业，浏阳市大部分

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县域范围内的就地转移，外出

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比例非常低，约为 8%。受其

影响，浏阳的基层城镇化表现为一种村庄-城镇-
中心城区的梯形状态。

从总体上看，良好的产业基础——不管是园

区工业还是地方特色产业，留住了本县域的大部

分人口，这为中心城区的人口城镇化提供了基础

和可能，进入城区的人口构成了基层城镇化的顶

端部分。尤其是园区工业，因有集聚效应，在吸

纳大量劳动力的同时，直接推动了新城区的建

立——比如金阳新城。不过，地方特色产业比园

区工业（8万人）和市区城镇服务业（8万人）对

劳动力的吸纳力更强，鞭炮烟花、花卉苗木、水果

蔬菜、烟草木材等产业，吸纳近 40万名农村劳动

力，是前者的 2.5倍。特色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

纳，使得乡村成为基层城镇化的底盘和主体。例

如，在大瑶镇NS村，有 28家从事花炮及原辅材料

生产、建材生产的企业。其中，8家花炮厂就吸纳

了近两千多名本村劳动力，占本村劳动人口的绝

大部分，此外，一批来自云南、四川、江西等地的农

民工也被吸引至NS村务工。官渡镇 ZL村的 7个
花炮工厂，除了吸纳全村两千多名劳动力外，也

吸纳了近一千多名外地农民工，使得村庄常住人

口多达五千人。宏观上城乡的人口分布也印证了

这一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浏阳主城区四

个街道户籍人口达 22万人，常住人口约为 35万
人，后者只占浏阳户籍人口（148.37 万人）的

23.6%。尽管另一中心城区——金阳新城，在

2019年常住人口也达到了 35万人，不过这个人

口数包括了永安、洞阳、北盛、蕉溪四镇的人口，

除去乡镇人口金阳新城吸纳的人口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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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产业为乡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

力。例如，大瑶镇共有 11个村 4个社区，2017年
户籍人口达到 9.4万人，2018年总人口达到了 14
万人。其中，花炮产业集群直接就业人数达 6.7
万人，2018年规模以上花炮企业总产值达 105.8
亿元。同时，在花炮产业的带动下，城镇建成区

不断扩大，2011年开始建设大瑶新城，目前大瑶

镇建成区已经超过 12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5万
人。乡镇经济一直是浏阳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根据区域布局与产业特色，浏阳已培育出七个特

色小镇，正在发展一批园区开发型城镇、现代乡

村型城镇、旅游导向型城镇以及商贸带动型城

镇。《浏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提

出，要实现大瑶镇、永安镇两个特大镇居住人口

达 10万人以上，镇头镇、沿溪镇两个中心镇居住

人口达 5万人以上，一般镇人口规模达 2万—3万
人的目标。

（二）向城的教育吸纳：城乡关系的失衡

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并不只是受到产业分

布的影响，随着整个社会对教育愈加重视，教育

资源的分布正成为影响城乡关系的重要因素。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撤点并校，

打破了“一村一校”的农村教育格局。大量小学

从乡村退出，上移至乡镇和县城（程天君、王焕，

2014）。少数乡村保留了小学，但师资力量和办

学条件无法与城镇学校相比（聂洪辉，2019；李

图 2：浏阳市普通小学和教学点数量 a

资料来源：喻庆霞（主编）：《浏阳年鉴》1992年卷—1996年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2年版—1996年

版；徐光荣（主编）：《浏阳年鉴》1997年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7年版；黎政（主编）：《浏阳年鉴》1999年

卷—2001年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年版—2001年版；刘明理（主编）：《浏阳年鉴》2003年卷—2007年

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3年版—2007年版；张葵红（主编）：《浏阳年鉴》2008年卷—2012年卷，北京：方志

出版社 2008年版—2012年版；李兆佳（主编）：《浏阳年鉴》2013年卷—2018年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3年

版—2018年版。

注：（a）2015年浏阳市共有小学（含教学点）296所，但是没有小学和教学点各自的具体数据。另外，

《浏阳年鉴》没有提供 1992年—2015年浏阳市教学点的相关数据，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早期没有教学点的

称呼，随着撤点并校的推进，才区分出与“完小”（包括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校）相对的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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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2015）。最后的结果是，优质教育资源扩大了

中心市区的优势地位，使得城乡关系趋于失衡。

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1. 城乡教育差异与农村子女进城

在全国撤点并校的大背景下，浏阳市普通小

学的数量也经历了一个锐减过程，直到 2013年
撤点并校被叫停后，小学数量才有所上升。从图

2可以看到，1992年浏阳城区和乡镇的普通小学

共有 1087所，到 2019年，只有 230所（城区小学

30所，农村小学 200所）。此外，还有教学点 78
个。也就是说，过去 27年里，浏阳共减少了 779
所小学和教学点。减少的小学和教学点绝大部

分是农村小学。相反，近几年市区和城镇的小学

数量却不断增加，例如，根据浏阳市教育局的统

计，2016年—2018年，城区增加了 5所学校，扩建

了 6所学校（未来三年还要新建 5所学校），这两

者之和多于农村恢复或新增的小学数——在广

大的乡村地区，只重建或新建了 6所小学。

教育质量的直接体现是升学率，在这点上，

浏阳城区远优于浏阳农村。父母让孩子接受好

的中小学教育，目的是希望他们考入好的大学，

最终实现阶层的跃升。一般而言，进入好的大学

需要进入好的高中，所以，进入好的高中是父母

让子女进城区中小学就读的重要原因。从浏阳

的情况来看（见表 2），城区的初中毕业生升入优

质高中浏阳一中、浏阳田家炳中学（以下分别简

称“一中”和“田中”）的机会远高于乡镇初中的毕

业生。2018年浏阳城区和乡村初中毕业生分别

有 3469人和 10388人，上公办普通高中的比例分

别为 50.4%和 55.8%，乡村略高于城区（高 5.4个
百分点）。不过，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优质高

中（一中、田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初中的毕

业生——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一中和田中的

比例为 25.2%，意味着 4个城区初中毕业生就有 1
个能进入，而乡村初中毕业生进入一中和田中的

比例仅为 6.5%，意味着约 16个乡村初中毕业生

才能进 1个。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结果是在实行

高中升学“指标到校”的情况下算出的。如果不

实行“指标到校”，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优质高

中的比例还会更高。

由上可见，在城区初中就读升入优质高中的

机会，要远远高于乡镇初中。乡村的农民未必掌

握城乡升学率的准确数据，但对于城乡教育质量

和升学机会的巨大差距有着非常强烈的感知。

在笔者的访谈中，问到父母们为什么让孩子来城

里上学时，他们给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乡下的

老师差”，“乡镇没有好的小学和初中”。一些农

村家长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将小孩送入城里。一

位家长的做法非常有代表性：该家长的老家位于

浏阳南乡的一个小镇，原本两个孩子都在村里的

小学就读，后来他觉得村里的老师水平差，便将

两个孩子转到文家市镇的里仁小学（浏阳市首批

表 2：浏阳 2018届、2019届初中毕业生分城乡升学情况

届别

2018届

2019届

学校属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毕业生

人数

3469
10388
3978
11490

公办普通高中录取

人数

1749
5799
1928
6566

比例

50.4%
55.8%
48.5%
57.1%

一中、田中录取

人数

875
678
890
825

比例

25.2%
6.5%
22.4%
7.2%

职业高中录取

人数

1248
3902
1353
4372

比例

35.98%
37.56%
34.01%
38.05%

资料来源：根据 2019年 7月 19日浏阳市教育局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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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学校）。等孩子们读了两年后，他发现文

家市镇没有好的初中，于是又在浏阳市里买了一

套房，把两个孩子接到城区上学，大儿子在城区

初中上学，小女儿在城区小学上学。

此种趋势在浏阳的教育数据中得到印证。

从表 3可以看到，2016年—2018年浏阳城区中小

学各学段学生数都有大幅度增长。2016年，城区

中小学共增加 1506名学生，其中小学增加 1050
人，初中增加 456人，分别占当年小学和初中总人

数的 4.57%和 4.2%，以班来计算，分别增加 21个
班和 10个班；到 2018年，城区小学生新增人数上

升到 2170人，城区中学生新增人数上升到 937
人，分别占城区小学和初中总学生数的 8.12%和

7.64%，以班来计算，分别增加 44个班和 20个班。

分小学和初中来看，不管是在增加人数和占比

上，小学都要多于初中，这也说明，父母越来越重

视子女的教育。

不过，获得城区的入学资格并不容易。据浏

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城区中小学新增学生

的入学资格一般都是通过父母进城买房获得。

这在购房的数据上也得到反映——乡村人口购

房面积占比一直维持在较高比例并不断增

长——从 2009的 48%增长到 2018年 60%。

2．“制度捆绑”与农民进城购房

为什么要通过买房才能享受城区教育资源

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将教育资源

与房产进行制度性挂钩，使得在城区购房成为享

受城区教育资源的前提。

据浏阳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要求，城区中小

学按照“划定学区、房户一致”的原则就近入学。

具体来说，在划定学区的框架下，按下列生源排

序接收学生：第一序列，有房有户，即孩子本人、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所有权证与户籍所

在地一致，并在房产所在地实际居住的；第二序

列，有户无房（第一类），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户籍一直属于浏阳城区，其父母在浏

阳就业但无房产，以及孩子的父母因组织部门

或人事部门批准的工作调动落户在浏阳而无房

产的，概括起来包括父母为本地居民、机关事业

单位员工以及工作调动、部队转业、人才引进的

工作人员；第三序列，有房无户，即孩子本人、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浏阳城区购买住房并实

际居住，但户籍没有迁入房产所在地的；第四序

列，有户无房（第二类），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浏阳城区，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在浏阳城区就业但无房产，租住私人房产

的；第五序列，无户无房，主要指户籍不在城区

的本地进城务工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公办初

中与公办小学的招生规则基本一致，只是划片方

式不同——公办初中实行“单校划片”，即以毕业

表 3：浏阳城区中小学 2016年—2018年各学段学生和班级增加数

年份

2016
2017
2018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新生数（人）

3897
3836
4413
4053
5308
4427

总数（人）

22966
10834
24536
11331
26706
12268

增加人数（人）

1050
456
1570
497
2170
937

增加班数（个）

21
10
32
10
44
20

资料来源：根据 2019年 7月 19日浏阳市教育局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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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学籍为依据，每所小学对应一所中学，但

“房户一致”优先原则并未变化。

对于没有城区户籍的本地农民，要想获得城

区入学资格，最优的方案是买房迁户（成为第一

序列），其次是买房不迁户（成为第三序列），最后

是迁户不买房（成为第四序列）。结合购房数据

和迁户数据分析，农民迁户意愿并不高，迁户人

数不足购房户数的 2.6%。绝大多数农民通过

“买房不迁户”（第三序列）获得子女在城区入学

的机会。

3. 向城教育吸纳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综上可知，地方特色产业使得农村人口在乡

镇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安居乐业。但是，由于教育

资源的城乡配置与地方产业的城乡分布之间有

较强的偏离，在对教育愈加重视以及地方房地产

制度的捆绑下，许多农村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因此，在浏阳的城

乡关系中，出现了“产业在乡，教育在城”的趋势。

向城的教育吸纳将原本可以留在农村的人口不

断吸纳到城区中，产生一个不断强化的人口向城

流动的循环——大量农村子女选择进入城区就

读，留在村庄上学的子女减少。相应地，政府增

加对城区的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的房地产化，同

时减少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最后，农村的教育质

量无法提升甚至变得更差，从而激发更多农民进

城购房。

五、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西方的工业化开启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社会

转型过程：非农就业比例不断提升，居住和生活

设施等生活条件不断现代化，公共服务由无到有

不断丰富。在西方，这一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

化过程体现为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不断

集聚，如前文所述，这同时是一个摧毁乡村传统

要素，将过去的群体状态破坏荡平的“拔根”过

程，其后果是塑造出“城市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

形态。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人受惠于工业先

进生产力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享受着城市带来

的巨大生活便利，但也无时无刻不在精神和社会

关系层面经受“城市社会”的煎熬。事实上，这一

可以表述为“现代性及其后果”的主题，是涂尔

干、韦伯、齐美尔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家持久不衰

的关切。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正经历着现代化

先行者西方曾经经历的一些变化，西方城市化中

一些类似的现象和趋势也陆续在中国出现，但是，

浏阳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城镇化的自身特点，

尤其是走出西方拔根的城市化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浏阳走出了一条没有乡镇企业的小城

镇发展道路。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模式，是以乡

镇企业为前提条件的。20世纪 90年代之前浏阳

乡镇企业的发展虽有一定基础，但无法和苏南一

带相提并论，90年代中期之后，浏阳的乡镇企业

和全国一样走向衰落。90年代以来，以民营企

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浏阳当地的工

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以花炮为代表的广

泛分布于乡村的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

动力就地非农就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广

大的农村人口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选择在市

（县）域范围内的工业园区、乡镇或村庄的现代经

济部门就业，在没有乡镇企业的时代实现了新型

的“离土不离乡”。这些在本地实现了非农就业

的农村人口，或选择进入中心城区安家，或选择

在本乡镇安家，或仍然在村庄居住生活，形成了

一种梯度的基层城镇化模式。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我们把那些非农就业但居住生活在村庄的农

村人口也纳入城镇化的讨论中，是因为在今天浏

阳的很多乡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过去只

有在城市中才可能有的“现代生活条件”。在浏

171



2021/04 开 放 时 代

阳，与全国一样，得益于最近十多年新农村建设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我们看到所有被访村庄

与乡镇、城区都有水泥路或柏油路连通，4G网络

信号全覆盖，一些村庄正在进行给排水、垃圾处

理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和改造。绝大部分农

户建起了楼房甚至是别墅，内部生活设施方便完

善，不少家庭还购买了小轿车。从住房和生活环

境等硬件条件来看，乡村逐渐具备了与城市接近

的“现代生活条件”。换言之，作为“后发型”的国

家，在现时代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之下，过上“现代

生活”并不是只有进入城市一条路，在乡村中过

上“现代生活”也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进一步，浏阳的案例表明，即便过上现代生

活，也不必然要和乡村的传统决裂。在这个意义

上，基层城镇化，与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实现

了一种“扎根的城镇化”。西方的城市化，虽然将

人们带入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却是以破坏

乡村和村庄的社会基础为代价——将原来的人

地关系、组织形式、社会纽带、情感联结等一切摧

毁。在浏阳，依托于产业基础，人粘于“乡”，使得

原有的社会基础得以维持。首先，乡土产业的发

展在根本上将人留在村庄，有效地化解了村庄空

心化和村庄衰败的问题。其次，相比“离土又离

乡”的异地打工，地方的园区工业和乡土产业带

来的“不离乡”较好地维持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

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难以出现。即使那

些在中心城区安家的乡村人口，在短距离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下，也很容易和老家、村庄保持紧密

联系，甚至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呈现城乡两

栖的特点（王春光，2019）。在留住人的基础上，

村庄内原有的社会纽带、群体状态、风俗活动、文

化传统也得到了延续。例如，在调查中，我们就

看到许多村庄都集资重修了祠堂。据多位管理

祠堂的村民介绍，每到清明，整个祠堂的人（包括

在城区、外省市的人都会回来）在一起祭祀会餐，

根据村民的不同规模，少则几十桌，多则上百桌。

村民之间还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红

白喜事上，村民互相帮助，保持人情往来，进城的

村民也会回村参加。例如，一位进城的村民对笔

者讲，他和妻子、儿女隔一到两周回一趟老家（父

母还在村），如果遇到村里红白喜事，在条件和时

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或妻子也要回家参加。还

有，我们也了解到，不少村庄自愿筹建戏台等公

共设施，供村民自娱自乐——一些村民自发组织

节目，在重要节日时为全村表演。由此可见，村

庄内社会联结仍然紧密，人与人并未疏离，能够

维持一种相对整合的状态，总而言之，人与“乡”

的高度粘合，使得原有的社会纽带以及在此基础

上地方公共性得到保存和延续。也就是说，村庄

还可以保持一个共同体发挥作用。从社会形态

上看，浏阳的基层城镇化既让人们享受现代生活

条件，又接续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就是

说，依托于乡土产业，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

城镇化扎根在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

浏阳案例既有自身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

也与其他县域一样具有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的制

度和文化特点。对于浏阳而言，良好的产业基础

是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就业的前提条件，中国的

其他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偏远县域并不具

备这一条件。中西部的很多县域，本地工业基础

薄弱，第三产业不发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无法

实现就地就业，需要到远离家乡的地区打工，呈

现一种“离土又离乡”的状态。当然，产业基础和

就业机会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县域因其在

产业基础和就业机会序列上所处位置不同，其农

村人口也在“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这两

种状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就目前的观察，即便是在本地工业基础特

别薄弱，就业机会特别稀缺的地区，“离土又离

乡”的农村人口选择的主流城镇化模式仍然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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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地安家。这就是前文提及的中国社会普遍

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在发生作用。

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社会强烈的乡土

观念和家乡意识。传统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

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

庄，农民在村庄劳作生活，组建家庭、繁衍后代，

形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村落文

明。对于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计的

所在，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寄寓人生意

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基于血

缘、地缘关系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纽带、道德伦

理、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结构”，

在情感和观念上体现为对土地的珍视，对家乡的

眷恋，对祖先的崇拜，对家庭、亲属关系和人情的

重视等。一直以来，这一套“乡土观念”构成了人

们生活的意义系统，维系着乡村的社会整合。即

使在城市中穿梭和流动，土地和深层次的“乡土

观念”也构成了从土地上走出去的人们的社会和

文化意义上的“根”，它在历史上维系着羁旅异乡

的商人和官员与家乡的联系，即便是客死他乡也

追求叶落归根，在今天它维系着在外地打工的农

民工和家乡的联系，即便是常年在外地稳定就

业，在做安家落户的选择时也将家乡放在首位。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集体制度及其遗产。以

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制度，将村庄这一社

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进一步打造成命运休

戚与共的经济共同体。20世纪 80年代人民公社

解体之后，村庄的经济共同体色彩淡化，传统的

小农生产方式得以恢复重现，但是集体制度留下

了几项重要的遗产，时至今天，每个农民在老家

都有一块宅基地，都有一片承包地，在村集体中

还有成员权。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资

产和权利并不能给村民带来可观的现实收益，但

要做出彻底放弃的选择则异常艰难。集体制度

的这些遗产使得文化意义上的乡土观念和家乡

意识得到强力的支撑和强化。

在这些缺乏产业支撑的地区，“离土又离乡”

的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安家，与西方拔根的城市

化相比，当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扎根的城镇

化。但是他们将在很长一个时期无法在本地就

业，不得不承受家庭分离等代价，整个社会也不

得不面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与浏

阳相比，这是一种缺乏产业支撑的“瘸腿”的城镇

化，制度和文化相互强化，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力

量，生生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拉回家乡安

家，但这种状况可以维持多久，是要打上问号的。

我们不妨将浏阳看作扎根城镇化的一个相对理

想的标杆，缺乏产业支撑的中西部地区如果能够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因地制宜，逐渐夯实产业基

础，那么将更加靠近浏阳这一标杆。

浏阳案例还表明，要实现健康持久的扎根的

城镇化，必须很好地解决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在

浏阳，产业在城乡之间均衡分布，乡土产业为人

们在村镇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优

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很多农村家长

为孩子前途着想，即便在村镇工作，也选择在城

区安家。在这里，教育吸纳产生了与产业吸纳相

反的作用，它将本可以留在乡土的人口吸纳到中

心城区来。

教育在农民城镇化中发挥的作用，是 20世纪

80年代费孝通讨论小城镇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的，

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变化。

对于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中国农民来说，孩

子的教育成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通过教育让孩

子有一个美好前程成为人生目标中的重中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县域的产业发展可以为农民

就地城镇化提供条件，如果县域的教育资源与附

近的中心城市有明显差距，仍然难以阻止有能力

的农民向中心城市流入。就浏阳而言，前文描述

的浏阳城区（县城）与村镇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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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状况固然造成很多本可以在村镇安家的农民

进入城区，但考虑到县城仍然具有很强的在地

性，居住在县城仍然可以与家乡保持比较密切的

联系，县城与村镇之间即便严重失衡，扎根的城

镇化也不会受到致命的威胁。目前，浏阳城区有

两所高中保持着较高的教育水准，每年都有较高

比例的毕业生考入知名大学，与附近长沙的“四

大名校”相比虽然有差距，但并不明显，除了少数

有能力并愿意支付高昂经济代价的家庭外，大多

数浏阳人仍然安心地选择在本地完成高中教育。

但是，可以预见，如果教育资源在浏阳和长沙之

间的失衡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市将产生强大的磁

力，源源不断地吸引有条件的农民离开县域进入

中心城市安家。

当农民大规模离开县域进入地级市以上的

中心城市安家，哪怕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再强

烈，哪怕集体制度的遗产再坚韧，农民与乡土的

联系恐怕也难以长久维系，扎根的城镇化也必将

成为泡影。

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

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

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

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

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

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

源，就能规避西方拔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让扎

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反之，一味强调市场力量

和效率原则，在产业政策上不断加大对中心城市

的扶持力度，在教育政策上放任教育资源向中心

城市集中，那么再独特的基础性条件也会被挥

霍，拔根的城镇化的前景也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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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控制大城市的规模。

从长远来看，对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也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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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0〕11号）的文

件，正式承认当前小城镇建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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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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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0万人——洞阳镇户籍人口为 4.2万人，流动人口

有 5万余人；永安镇户籍人口为 6.8万人，总人口达 10
万人。此外，北盛镇在 2017年也达到了 5.8万人。三个

镇人口数据分别摘自李兆佳（主编）：《浏阳年鉴》2018
年卷。

《烟花小镇 惊艳世界》，“长沙发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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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 ccpc360. com / bencandy. php? fid=191&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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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点的数据在 2015年之前缺失，因而本文只分列

了 2016年以后的小学和教学点的数据。此外，小学指

的是“完小”或学生人数超 100人的小学，教学点指学生

数在 100人以下的学校，关于“完小”和教学点的界定的

解释说明来自 2019年 7月 18日笔者对浏阳市教育局三

位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

学校减少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学龄人口本身在减

少以及大量儿童随父母外出上学，部分学校自然消失；

另一种就是政府推行的撤点并校。

在调查中，浏阳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本地居民

一致认为一中和田中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最直接的表

现是浏阳每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出自

这两所学校。一中和田中 2017届共有 13人考取北大、

清华，其中一中 7人，田中 6人，数据来自 2019年 7月 19
日笔者对浏阳市教育局三位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

实行“指标到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由城乡教育

资源失衡带来的不公平，具体实施方案参见：《浏阳市教

育局关于印发〈浏阳市 2019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

的通知》，浏阳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liuya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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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ztzl/rdzt/jyfwzt/jyzc/201907/t20190719_5338930.html。
数据来自 2019年 7月 18日笔者对浏阳市房产局工作

人员的访谈纪录。当然，农民进城买房并不仅仅出于

教育的考虑，还有投资、选择城市生活方式等其他的

考虑。

《浏阳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浏阳市 2019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浏阳市人民政府

网站，http://www.liuyang.gov.cn/lyszf/xxgkml/szfgzbm/sjyj/
zcwj/zwwj/201907/t20190726_5338929.html。
这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无房产，实际一直与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共同在城区居住；另一种是实际

一直租住位于城区的单位自管产权房、直管公房或保

障性住房等。

这种情况须提供有效的租房协议和社区（村组）

证明。

假设按每户面积 115平方米来计算，2017年浏阳本地

农村居民购房约有 8700户，外来人员购房约有 2700
户，而当年将户口迁入浏阳城区的仅有 296人。该数据

来自 2019年 7月 19日笔者对浏阳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

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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